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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文學史的視野：朱祖謀《詞莂》的歷史語境與晚清詞學 

 

張耀宗 

清華大學 

 

摘要 

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文學史成為我們認識過去的文學世界及其理論的

一個基本知識背景。文學史話語實際上隱含著對於新文化運動本身合法性的認同。

朱祖謀是晚清詞學的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他的《詞莂》是對清詞的歷史的獨特回

應。本文通過朱祖謀的《詞莂》來分析我們面對傳統的困境以及可能。 
 

關鍵字：文學史  《詞莂》  朱祖謀   常州詞派 
 
 
 

一、兩種評價 

朱祖謀是晚清詞學四大家當中是比較特別的一位。他與四大家中的王鵬運、況

周頤、鄭文焯關係緊密，同時民國的詞學研究大家龍榆生、夏承燾、陳匪石、劉永

濟、盧前等人也都曾受教於他。可以說從 1900 年左右到 1936 年在上海逝世為止這

一段時間裡，朱祖謀一直處在晚清詞學的承先啟後的位置上。在現代學術史裡面對

朱祖謀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評價。這不同評價所蘊含的意義值得我們仔細分析，因為

正是他們的評價在某種意義上規定了我們現在和朱祖謀以及整個清詞歷史接近的方

式。我們必須在和他們的對話中才能重新思考看似不同的兩種評價背後所包含的一

致性以及矛盾，讓我們重新認識到他們與朱祖謀之間的差異性，並且由此構成對現

代學術的一些內在問題的反思和歷史批判。 

 

胡適對於朱祖謀以及清詞的歷史敘述 

在新文化運動之後，能夠入胡適這些新學者法眼的老輩學人不多，胡適在

1922 年就曾經說：“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是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

維、羅振玉、葉德輝、 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

和我們幾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用條例系統，只有王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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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希望。”1而在這四人之外的舊式學者，胡適當然認為他們已經是僵死的了。

如果說在傳統的經史之學上，胡適還不得不注意到之前學者的成就，那麼在文學上

他則不必有那樣的顧忌了。 因為在白話文運動的時候，胡適已經宣告了舊文學的

時代已經結束。對於晚清詞，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裡面胡適寫到：“這五十

年的詞都中了夢窗的毒，很少有價值的。故我們不討論了。”2而在晚清對於吳文

英詞提倡最有力的就是朱祖謀。這是就寫作而言，可是一旦進入新學者理解的現代

學術裡，朱祖謀的詞籍考證的成績還是得到了胡適的尊敬，也就是在同一篇文章的

日譯本序言裡面他又補充說：“雖然沒有很高明的作品，然而王鵬運、朱祖謀一班

人提倡詞學，翻譯宋元詞集都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朱氏的《彊村

所刻詞》，吳氏的《雙照樓詞》都是極寶貴的材料，從前清初詞人所渴望而不易得

見的詞集現在都成通行本了。”3

朱祖謀能夠走入新學者的視野不是偶然的，這和新文化人所期待的現代學術圖

景有關。胡適之所以可以將朱祖謀的創作和學術分而論之，就是因為他有了一種新

的區分意識——學術、文化與政治、生活世界可以區分開來。他用客觀、科學的新

學術的眼光看到了朱祖謀詞籍考證的價值，而用白話文運動的史觀看到了朱祖謀需

要被排斥的部分。難道朱祖謀真的可以被這樣分而論之嗎？這種被分而論之的背後

其實分享著同一種觀點，就是白話文運動與整理國故運動之間的一致性，傳統只能

通過新學術得以呈現，它不再是一個活著的傳統而是被客觀分析的物件物。沈曾植

最先對朱祖謀的以史例治詞的方法表示極大的欣賞，但是他同時也認識到了朱祖謀

以及常州詞派推尊吳文英的價值：“周氏退薑（蘷）、張（炎）而進辛（棄疾）、

王（沂孫），尊夢窗（吳文英）以當義山（李商隱）、昌谷（李賀），其所據異於

浙派者，豈亦置重於意內，以權衡其言外，諸諸焉有國史吟詠之志者哉！”（沈曾

植《彊村校詞圖序》）朱祖謀校勘夢窗詞背後的動力恰恰來自於他本身對於夢窗詞

的深刻體會。在他們的世界裡面，寫作的意義無疑對於詞籍校勘具有優先性，但是

就連對老輩議論頗為嚴苛的錢玄同也不得不承認

朱祖謀在整理詞學文獻上的功績。 

                                                 
1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臺灣聯經出版公司 2005 年版，第 734 頁。 
2 胡適《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9 頁。 
3胡適《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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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關係在現代學術視野裡面被理所當然地分離開來，而且它們之間的位置關係也

被同時倒置了。 

 

龍榆生對於胡適的修正 

對於胡適站在白話文學史觀的立場否定晚清詞以至整個清詞歷史的看法，自從

白話文運動以來這種觀點就一直受到新文化運動各種批評者的挑戰。作為朱祖謀的

弟子，龍榆生對胡適的《詞選》早就深感不滿，對被胡適一筆帶過的晚清詞史特別

是以王鵬運和朱祖謀為代表的晚清四大家的成就大力表彰。他對朱祖謀的看法和胡

適幾乎是針鋒相對：“先生自稱四十後，始從事倚聲之學。于儕輩中學詞最晚，而

造詣乃最深。……先生亦自言，於夢窗之閫奧，自信能深入。……止庵所謂奇思壯

采，騰天潛淵，為夢窗真實本領，殆亦先生所從證入，彼貌為七寶樓臺，炫人眼目

者，烏足於此耶？”4朱祖謀被強調的已經不僅僅是他的詞籍考證的學術意義，而

是他在整個文學史中的意義和位置。龍榆生在這裡似乎超越了白話文運動的文學史

觀，能夠客觀地描述出文學歷史本身的多樣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龍榆生對於

朱祖謀的看法裡面包含著一個內在的矛盾。龍榆生說：“自常州詞派崇比興以尊詞

體，而佻巧浮滑之風息。同治、光緒以來，國家多故，內憂外患，更迭相乘。士大

夫憂于國勢之危，相率以幽隱之詞，籍抒忠憤。其篤學之士，又移其校勘經籍之

力，以從事於詞籍之整理與校勘，以是數十年間，詞風特盛，非特為清詞之光榮結

局，亦數千年來詞學之總結束時期也。”5

                                                 
4龍榆生《晚近詞風之轉變》，《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381 頁。 

他雖然大力表彰清詞中興以及常州詞派

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在一個時間性的序列裡面來描述它們的歷史，這和胡適是一致

的。必須唯一的區別僅在於胡適將清詞的歷史整體否定了，而龍榆生認為在宋詞之

後還存在著清詞的中興，並且在晚清達到它的高峰。當朱祖謀的寫作在這樣的一個

文學史背景裡面呈現出來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被龍榆生既當作一個鮮活的經驗的同

時也被他當作一個客觀的物件被歷史化了，也就是說寫作本身成為了文學史的研究

物件。 

5 龍榆生《中國韻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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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龍榆生作為一位寫作者時，他的寫作必須和他的前輩朱祖謀等人形成某種關

係——或者競爭或者模仿——也就是說他必須把自己放置於一個非客觀的物件化了

的歷史譜系裡面才有意義。在這個歷史譜系裡面，上啟溫庭筠、韋莊，下至晚清四

大家，他們都不再是一個文學史的物件，而是可以追慕和競爭的活的物件，這些作

家的風格打破了時間的序列而隨時可以從自己的時代走來現代的追慕者或者競爭者

的身邊。所以龍榆生提倡蘇辛詞能夠鮮明地接續前輩，宣導新的創作風尚，也非常

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立場，毫不隱藏自己宣導蘇辛詞的時代用意。即便如此，他還

是深受一種追求客觀的現代性話語的影響，在表達他的寫作理想的時候認為：“今

欲就常州末流之弊，允宜折中浙、常兩派及晚近譚、朱諸家之說，小令並崇溫、

韋，輔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長調則於北宋取耆卿、少遊、東坡、清真、方

回，南宋取稼軒、白石、夢窗、碧山、玉田。”6對於稍有寫作經驗的人來說，這

無疑是一個夢一般的理想。馮煦就說：“詞家各有途徑，正不必強事牽合。”他當

時所針對的是毛子晉評價《芸窗集》時候的不妥：“子晉乃取其警句，分配放翁、

邦卿、秦七、黃九；以一人之筆，兼此四家，恐亦勢之所不能也。”對所謂價值中

立的現代學術立場的尋求還體現在龍榆生對朱祖謀的《宋詞三百首》的評價上。他

認為晚清詞學“其源出常州，而門庭之廣、成就之大，則遠非張、週二氏所能及

矣”，朱祖謀的《宋詞三百首》和周濟的《宋四家詞選》相比，其勝處正是在於它

的 “不偏不倚”——“對止庵退蘇進辛之說，稍致不滿，且以碧山與于四家領袖

之列，亦覺輕重不倫，乃益致力於東坡，輔以方回（賀鑄）、白石（薑夔），別選

宋詞三百首” 7

龍榆生不斷地將朱祖謀以及晚清詞學的進步落實在比張惠言、周濟的詞學觀點

更具包容性這個意義上。或許在龍榆生自己的內心世界裡面，朱祖謀的寫作仍然是

鮮活的東西，不然他就不會一再強調朱祖謀與吳文英之間的聯繫，強調常州詞派的

重要性。但是他無法找到一個能夠真正和胡適相對峙的立場以及描述這個立場的話

語來表達。所以他必然地只能去通過文學史這個由白話文運動自己所提供的學術立

場去拯救被這個運動本身所壓抑的晚清詞學。也就是說他除了在一個文學史的話語

。  

                                                 
6 龍榆生《論常州詞派》，《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405 頁。 
7龍榆生《晚近詞風之轉變》，《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3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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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裡面來講述朱祖謀在現代學術裡面的合法性別無其他方法。龍榆生對胡適的修

正——重新確認朱祖謀在文學史上意義，僅僅是整理國故運動後 “文言”與“白

話”之爭由政治性的討論轉入學術話題的必然邏輯。政治性的討論強調的是行動、

斷裂以及選擇，而學術的客觀分析顯然抹去了前者的激進色彩。這也是白話文運動

通過整理國故這樣以退為進的方式將自己合理化的一種方式。這樣對於朱祖謀的詞

學與寫作的內在敘述必然讓位於將他放置在一系列外在性的關係裡面描述，從而獲

得其重返歷史的可能，同時也將朱祖謀的詞學變得抽象化和知識化了。 

以胡適和龍榆生為代表的兩種對朱祖謀的不同評說極大地影響了後人對於朱祖

謀的看法。可是，只要我們能夠自覺到我們對於傳統的認識、取捨以及敘述都深受

國粹運動以及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就會明白，如果不能構成對於它們所形成的一

系列或隱或現的知識話語的內在批判，同時將我們自身知識予以“問題化”，那麼

每一次看似更為完整的客觀的描述就有可能僅僅成為一次知識和資料的擴張，就不

可能真正地將傳統變成鮮活的物件。文學史壓抑了寫作與批評之間的複雜聯繫，它

將這種關係予以了物件化，即使如龍榆生這樣不斷地以寫作詞為己任的現代學者也

失去了寫作本身所具有的批評氛圍。而他用文學史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前輩的同時實

際上也決定了他理解自己作品的方式和可能性。如果說以前我們對於朱祖謀的探討

是一個我們去賦予這個研究對象以意義的過程，那麼現在應該反過來，讓他來構成

對於我們的提問。下面就以朱祖謀的《詞莂》為中心來分別從兩個方面來回應我們

上述所提出的問題。一個方面，朱祖謀如何通過編選這樣一部清詞選來建立自我與

他的歷史之間的關係，在這裡我們將重新理解他與他所承接的常州詞派之間的關

係。另一個方面，我們將從《詞莂》裡面對於小令的重視來看寫作與批評之間的磨

合。常州詞派不是一個簡單的固定的文學史概念，它總是在一個不斷形成的過程之

中的。 

 

二、《詞莂》與常州詞派 

朱祖謀的《詞莂》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後客居蘇州時編選的一份清詞選本，也是

譚獻《篋中詞》之後最為重要的一個清詞選本。從毛奇齡一直到況周頤，一共選了

十五位詞家。它展現出了晚清非常出色的一位詞家對於自己的朝代的創作成就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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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除了張惠言的詞選了四首，曹貞吉的詞選了六首之外，其他的作家都比較均

衡，一般都是十首上下。如果按照一般的文學史的眼光來看的話，這本選本從選詞

的數量差距上並不能看出朱祖謀的偏向。而從詞作者的選擇上看，也看不出特別的

宗派意識。那麼，能不能簡單地像龍榆生所說朱祖謀在詞學觀點上和常州詞派相比

有了進步和拓展，還是說朱祖謀在常州詞派的內部提出了新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常

州詞派內部對於《詞莂》中涉及到的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歧來重新理解朱祖謀以及常

州詞派。 

 

《詞莂》的常州詞派理論語境 

譚獻認為清代的詞派只有到了陳維崧和朱彝尊才開始有大的氣象，所謂“錫

鬯、其年出，而本朝詞派始成”。朱彝尊的一段夫子自道就頗能說明浙派在創作上

的風尚：“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

昭六義，鼓吹母音。往者明三百禩，詞學失傳，先生（曹溶）搜輯遺集，余曾表而

出之。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於

此。”從這段話中也可見出，朱彝尊所說的“宣昭六義，鼓吹母音”是以姜夔和張

炎作為典範的。浙派僅僅讀懂了姜、張兩家詞的清空醇雅的一面，從創作上看，作

為浙西詞派的流弊之一的詞作的意旨枯寂和這有密切關係。正如譚獻所批評的：

“浙派為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所以

張惠言以《詞選》為發端，開創常州詞派。常州詞派不僅僅在創作上了提倡新的寫

作風氣而且提出了新的看待詞的眼光，認為詞應該具備意內言外之旨，提倡比興。

常州詞派是通過一種寫作的提倡和對於宋代詞史的重新闡釋來達成對於詞體的理論

建構。以至於後來經常有人將常州詞派僅僅看成創作的一個流派而已，或者僅僅注

意到它尊體的策略而忽略了它是在傳統語境裡面關於詞的理論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

的一次建構。 

浙派代表人物朱彝尊的詞朱祖謀一共選擇了十首。在常州詞派興起之前朱彝尊

的《靜志居琴趣》和《茶煙閣體物集》兩本詞集受到非常多的推崇。浙西詞派的另

一位大家厲鶚對《靜志居琴趣》非常讚賞：“寂寞湖山爾許時，近來傳唱六家詞。

偶然燕語無人語，心折小長蘆釣師。”謝章鋌則說：“今之學金風亭長者，置《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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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居琴趣》、《江湖載酒集》於不講，而心摹手追，獨在《茶煙閣體物》卷中”。

但是在常州詞派理論興起之後，一方面，作為浙派宗師，朱彝尊的詞當然受到了批

評，另一方面，對於他的詞的評價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朱彝尊《江湖載酒集》中

懷古寄予個人際遇的詞受到強調，而《靜志居琴趣》和《茶煙閣體物集》則受到壓

抑。況周頤在《詞學講義》裡面說：“《江湖載酒》一集，雖距宋賢堂奧稍遠，而

氣體尚近沉著。”8

作為一種新寫作的宣導，常州詞派和浙西詞派之間的關係是斷裂的。不過，它

作為一種創作流派的同時，常州詞派隨即提出了對於詞這一文體的新的理解。正是

站在後者的角度，朱祖謀可以來重新認識自己之前的從順康一直到晚清的詞作。作

為寫作者他們之間具有競爭的關係，但是常州詞派對於詞體的認識可以使得他們將

自己寫作上的競爭者再納入到自己的對於詞體的新理解當中。對於朱彝尊的選擇並

沒有像有些人所認為的是體現了朱祖謀照顧到清詞歷史本身的不同風格，提供了一

個吸納不同流派的立場。恰恰在選朱彝尊哪些詞上面，朱祖謀是有一個基本的價值

立場的，就是對於常州詞派的比興寄託說的認同。然而朱祖謀和譚獻對朱彝尊的

《靜志居琴趣》和《茶煙閣體物集》也並沒完全否定。他的《南樓令》（疏雨過輕

塵）、《暗香》（紅豆）等詞還是受到了肯定，被選入《詞莂》。朱祖謀一方面凸

顯了朱彝尊那些懷古詞的地位，另一方面對他的情詞也有認同。在《詞莂》裡面選

了朱彝尊的情詞之後還對它進行批評，這豈不是矛盾。或者這可以被解釋成常州詞

派比興寄託說本身的狹隘性造成了對某一類風格詞的無視或者可以被解釋成朱祖謀

在《詞莂》裡面開始具有了一種客觀的看待文學史不同風格的眼光。 

朱祖謀說朱彝尊的詞是“體素微妨耽綺語”，譚獻說朱彝尊的

詞“情深”但是傷於碎。也正因為有了對於朱彝尊詞的共同的理解，朱祖謀和譚獻

在選擇朱彝尊的詞作的時候，不僅僅多數的選目是一樣的，而且所選相同的詞作都

是來自于朱彝尊的《江湖載酒集》。 

在現代學術史上並非沒有人對常州詞派比興寄託說帶來的困境有所解釋，龍榆

生認為朱祖謀接受了常州詞派而又不為常州詞派觀點所囿，而沈祖棻則認為：“比

興只是歷史悠久的和經常被使用的藝術表現方法之一，而決不是惟一的 方法；沉

                                                 
8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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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也只是美好的風格之一，而決不是惟一的美好風格。……在詞史上，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傑作是用賦體寫的，它們的風格也是多種多樣的。在這種大量存在的事實

面前，陳廷焯等的看法就無法掩蓋其片面性。”9

和常州詞派的比興寄託說一起出現的還有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正變論。正變論是

和比興一樣是貫穿整個傳統詩學的一個關鍵字。

兩者的立論角度雖然不太一樣，

但是都希望肯定常州詞派的比興寄託說的部分合理性的同時再對它的不足之處提出

批評。實際上，這兩種觀點也代表了現代學術史上評價常州詞派的典型立場。這是

用一個客觀的外在立場來解釋常州詞派自己內部的問題，忽略了常州詞派理論的豐

富性。把常州詞派僅僅理解成封閉的比興寄託這樣一個單獨的理論觀念。實際上比

興寄託是在常州詞派的理論譜系裡面是在一系列的關係裡面被強調的，常州詞派並

沒有提出一個僵硬的體系，而是將比興寄託說非常靈活地運用。無論是周濟對於張

惠言的批評，還是後來的譚獻、端木埰、馮煦、陳廷焯、晚清四大家等人和張惠

言、周濟的對話、修正，都使得常州詞派對於詞這一文體的認識越來越豐富，常州

詞派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形成的。隨著晚清王鵬運、朱祖謀等人對於兩宋詞籍

的重新校勘使得許多兩宋詞人作品的全貌得以重現，同時帶來了不同作家如何闡釋

的問題，像馮煦、鄭文焯、陳銳提升柳永，朱祖謀提升蘇東坡等都必然要對張惠

言、周濟的觀點提出不同見解。除此以外，還有如何在比興寄託之中去理解像沈祖

棻所提到的用賦體寫的詞以及在常州詞派的內部將“情”也就是情感作為一個有效

地批評觀念等問題。這些情況都迫使常州詞派的後繼者們做出新的反應。 

10

                                                 
9 沈祖棻《清代詞論家的比興說》，《宋詞賞析》，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308-309 頁。 

但是正變論在這裡不僅僅具有與

以往作為儒家詩學運用的同一性，而且它被重新運用於詞的編選之中，是與對於詞

的特點重新認識和界定，並且與編選者的寫作是緊密相連的。因為寫作者自己的寫

作也必須放置於這樣一個正變的關聯中來獲得意義。在《詞莂》裡面無論是對於不

同的作者的編選還是在一個作家的不同風格作品的選擇上，其表面的多樣性的背後

所具有的統一性正在於常州詞派對於詞體的新的認識。不同的風格是在正變的框架

裡面來處理的，而不是一個外在的客觀的歷史眼光。正變之所以具有意義，這在於

10相關論述可以參見朱自清《詩言志辨》，《朱自清全集》（卷六），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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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選者自己首先是一位詞的寫作者。變的部分不代表不好，而是作為一個寫作者來

說，正變這樣的區分不僅關係到自己寫作與其他作者的競爭，自我與某一種寫作傳

統之間的關係。還關係到對於寫作上的典範，也就是說究竟是哪些人代表了一首好

詞的可能性。這還體現在他們的作品集的編訂上。例如朱祖謀自己的詞，王鵬運認

為在庚子之後的詞要比之前的好，所以建議他把後來的詞編成正集，其他的編為別

集。王鵬運的建議得到了朱祖謀的認同，這種編法打破了時間的編年的序列，恰好

反應出的是他們背後的對於詞作的正變的認真。 

另外晚清常州詞派的繼承者當中的況周頤和陳廷焯對於朱彝尊的豔詞也保持了

意味深長的複雜態度。他們和朱祖謀、譚獻的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非常直接地對

朱彝尊的豔詞表示讚賞而朱祖謀雖然選了朱彝尊的情詞但是顯然對他並沒有理論上

的認同。我們清楚，陳廷焯在寫作《白雨齋詞話》之前編有《雲韶集》，在他遇到

莊棫之後摒棄了自己年輕時候的詞學觀點完全認同常州詞派的比興寄託說，但是在

《白雨齋詞話》裡面他居然對朱彝尊的《靜志居琴趣》大加贊許，說他的這本詞集

“味厚”，甚至用八則詞話的篇幅來讚揚朱彝尊的《洞仙歌》十七首。他為自己這

樣讚賞朱彝尊的豔詞這樣聲辯：“吾於竹垞獨取其豔體，蓋論詞于兩宋之後，不容

過刻，截取可也。”
11就在同一本詞話裡面，他又說朱彝尊的詞“顯悖乎《風》

《騷》”，這時候又是批評的態度了，這是《白雨齋詞話》裡面的一個裂痕，後來

陳鐵峰將陳廷焯對《靜志居琴趣》的評論悉數刪去。《白雨齋詞話》的內部問題其

實是帶給我們一個重新審視常州詞派的機會，而文本內部的看似矛盾的東西也不是

刪改就可以抹殺的。除此之外，況周頤在《蕙風詞話》裡面說：“或問國朝詞人，

當以誰氏為冠？再三審度，舉金風亭長對。問佳構奚若？舉《搗練子》云云。”12

將朱彝尊推舉為清代最好的詞人，況周頤的話在晚清的常州詞派的語境裡是非

常令人驚訝的，因為在王鵬運、朱祖謀等人看來清詞最能夠超邁宋人的地方就是將

家國歷史的寄託感慨寫進詞中。即便譚獻在《篋中集》裡面對《桂殿秋》（思往

事）表示讚賞，也僅僅是說：“單調小令，近世名家，複振五代、北宋之緒。”朱

祖謀也寫豔詞，這在況周頤似乎有點興奮，他說朱祖謀的《南鄉子》六首，“語豔

 

                                                 
11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2 頁。 
12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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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味厚，得《花間》之遺。雖兩宋名家，鮮能辨此。”還有後來和新文化人在文學

觀點上展開激烈爭鋒的胡先驌也對這一部分被朱祖謀放入別集部分的詞表示讚賞，

認為這些豔詞可以直追《花間》。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詞學風氣的變化的細微消

息。13

 

 

對於蔣春霖詞評價的分歧 

再讓我們來看朱祖謀所選的另一位詞家蔣春霖。朱祖謀總共選了他的十首詞

作。朱祖謀在手批《篋中集》中說：“水雲詞，盡人能誦其雋快之句，嘉、道間名

家，可稱巨擘，宜複翁仰倒賞擊，而有會于冰叔之言也。顧其氣格駁而不純，比之

蓮生差近之，正唯其才僅足為詞耳。”14“盡人能誦其雋快之句”，對此陳廷焯很

有心得，他在《白雨齋詞話》裡面大量徵引了蔣鹿潭的詞作裡面的“雋快之

句”15。 吳梅在中山大學的講義《詞學通論》很多的觀點都是來源於《白雨齋詞

話》，但是吳梅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理解。他對蔣鹿潭的看法就對譚獻和陳廷焯的觀

點進行修正。吳梅認為譚獻將蔣鹿潭與項廷紀、納蘭容若並置很不妥當，納蘭容若

和項廷紀的詞都是以聰明取勝而已，可是蔣鹿潭“盡掃葛藤，不傍門戶，獨以風雅

為宗，蓋托體更較皋文、保緒高雅矣”，在具體的寫作上更是獨步，“鹿潭不專尚

比興，《木蘭花》、《台城路》，固全是賦事；即一二小詞，如《浪淘沙》、《虞

美人》，亦直本事，絕不寄意幃闥，是真實力量，他人極力為之，不能工也。”16

                                                 
13 胡先驌《評朱古微彊村樂府》，《學衡》第 10 期（1922 年）。 

這樣看來，雖然吳梅、陳廷焯、譚獻、朱祖謀四人都認為蔣鹿潭的詞作獨步一時，

但是在具體的意見上特別是圍繞著譚獻在《篋中詞》裡面對於蔣春霖的評說，吳梅

和朱祖謀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見。例如，朱祖謀、陳廷焯對蔣鹿潭的詞在讚賞的同時

也有各自的不滿，比如“氣格駁而不純”、“尚未升風騷之堂”。吳梅的意見則認

為蔣詞托體高雅、詞宗風雅，譚獻不應該將納蘭以及項廷紀和蔣詞相提並論。譚獻

有兩則詞話，一則是他在評點周濟《詞辯》所選的東坡詞《蔔運算元·雁》時所提

出的“作者之意”與“讀者之意”；另一則就是在《篋中詞》裡評蔣春霖時提出的

14 嚴迪昌《近現代詞紀事會評》，黃山書社 1995 年版，第 177 頁。 
15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0-121 頁。 
16 吳梅《詞學通論》，《吳梅全集理論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9 頁。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11 

“學人之詞”、“才人之詞”、“詞人之詞”的劃分。這兩則詞話被後來的論詞者

不斷單列出來在寫作與天才、作者與讀者等新的現代性話語裡面進行不同闡發而帶

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這裡先暫且分析朱祖謀的觀點。朱祖謀雖然和譚獻都贊成蔣春霖的詞寫得好，

但是他似乎並不贊成譚獻的“詞人之詞”的提法，——“比之蓮生差近之，正唯其

才僅足為詞耳”。下面我們還會提到，在晚清的詞學理論的語境裡面，那些“詞人

之詞”以及小令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對於詞家的性情和才氣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強

調。在《詞莂》裡面朱祖謀將蔣詞放在非常高的位置，認同他的詞史特徵以及才

情，在寫作上能夠別開生面。蔣春霖身處亂世，詞作具有杜甫的詩史特點而依憑自

己的才氣出之。朱祖謀對於蔣春霖的態度不是簡單地否定也沒有簡單地肯定，而是

將他放置在一個關係裡面提出來。對蔣春霖詞的認同無論是從“詞人之詞”的才氣

性靈還是從“詞史”的角度都只能夠見其一面，如果說這些是“意內”的話那麼什

麼是它的“言外”呢？朱祖謀因此提出了氣格的問題，“駁”是因為才氣橫溢，而

怎麼才能夠“純”，也就是渾厚，只能靠所謂“潛氣內轉”。顯然在這裡，朱祖謀

對於蔣春霖詞的渾厚還有不滿足的地方，陳廷焯將他比作張炎是有其道理的。在常

州詞派看來，一首詞應該既要有才豔思力，也能夠歸於蘊藉深厚，而將這兩者結合

最好的只有周邦彥，所謂“集大成者也”。有人認為像納蘭性德、蔣春霖、項廷紀

等人的詞是與性情、才氣相關，超越了浙派以及常州詞派的框架。這種說法從單純

的寫作上將常州詞派理解成以周、辛、王、吳四家作為典範詞人的寫作流派是可以

接受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單獨的性情或者能夠以詞寫史就可以成為獨立的批評概

念，常州詞派顯然沒有否認這些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它們必須是放置在一系列的關係

裡面被討論，只有這樣寫作才有家法也才有其自身的意義，整個詞史也才能夠在互

相的競爭和比對中書寫內在的連續性。 

儘管《詞莂》裡面十五位詞家都別開生面各有所長，但是他們在常州詞派的詞

學理論裡面仍然可以被放回到一個大的詞史也就是和唐宋詞家的關係裡面去批評和

討論。從張惠言開始通過提倡意內言外、比興寄託的方式重構了唐宋詞史的內部結

構，這既構成了對當時浙派末流詞作的批評宣導了新的寫作風氣，更重要的是同時

它形成了一種以比興寄託說為根本的理論。以前的詞派在建構自己的理論的時候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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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提及風雅也提出自己追摹的唐宋作家，例如雲間派倡《花間集》，浙派倡姜

夔、張炎，但是這些都是斷裂性的或者說排他性的，詞史的內在的連續性是由一種

寫作否定另一種寫作而形成的，是不同派別之間的鬥爭史，但是在常州詞派的理論

框架裡面詞的歷史第一次獲得了其內在的意義的連續性，它宣導正變、比興之說是

有其深刻的內涵的。如果將清代的詞史除了幾家“詞人之詞”之外的詞學大家看作

成唐宋詞史不同形式的複製和模仿，那麼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已經外在于一個傳

統的寫作譜系之外，因為它將模仿與追摹預設成為一種完全沒有創造性的行為，同

時也將一個意義的關聯體的批評方式預設成為消極的壓制關係。 

所以從表面上看《詞莂》表現了清代詞史自己獨特的成就和自己的面目，是清

代詞史的一部精選之作但是實際上它包含著複雜的對話，既與唐宋詞人對話也與作

為編者的朱祖謀自己的詞學語境對話，對於朱祖謀來說，只有意義的關聯才是最重

要的，而非有意地去寫一部清代的詞史，這種渴望是他世界之外的東西，是現代學

術的產物。也只有像這樣蘊藉了豐富的意義關聯的詞選才有意義，而我們對此已經

感到一定程度的陌生，已經開始將豐富的意義的歷史同質化，去追求一個客觀科學

的歷史，這本身意味著我們已經預先承認了用文言寫作的歷史的確已經終結，同時

認同了白話文運動的絕對合法性，而對清詞究竟是如何被終結的以及這個終結過程

中的話語權力的爭奪表現出了漠然。 

 

三、小令的意義與毛奇齡的再發現 

 

 常州詞派對於令詞的觀點 

就詞的體式而言，朱祖謀在《詞莂》裡面選了將近六十首的小令，佔據了所有

選目的差不多一半的篇幅。這有什麼特別之處呢？這就需要我們回顧一下常州詞派

理論中對於令詞的一些看法。我們知道常州詞派理論中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將唐五

代詞幾乎是作為詞的最高境界來看待的，對於它們的獨特闡釋奠定了整個常州詞派

比興寄託說的基礎。鄭文焯以溫庭筠的《楊柳枝》八首為例發揮出他對於唐五代詞

的看法：“唐人以餘力為詞，而骨氣奇高，文藻溫麗。有宋一代學人，嫥志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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駸駸入古，畢竟不能脫唐五代之窠臼，其道亦難矣！”17而王鵬運對於《花間集》

的看法更加如此，況周頤就記錄了王鵬運對於歐陽炯《浣溪沙》： “蘭麝細香聞

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的闡釋：自有豔詞以來，殆莫豔於此

矣。半塘僧鶩曰：“奚翅豔而已？直是大且重。”況周頤感歎道：“苟無《花間》

詞筆，孰敢為斯語者？”18周濟則說：“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

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

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

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沈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19他們

的看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張惠言對於溫庭筠的推崇：“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

約。”張惠言的觀點受到了許多挑戰也有人從中作為調人將張惠言的理解當做是他

尊體的策略。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張惠言對於溫庭筠的解釋並非針對溫庭筠一人這

麼簡單，而是由他開始實現了對整個唐五代以及宋代詞史的重寫。也因此，在常州

詞派的詞學理論裡面詞的發展不再是從唐五代到北宋再到南宋這樣一個時間的發展

序列，更非豪放與婉約的劃分，而是所有的詞人都處於一個意義的關聯上。龍榆生

就認為： “尊體之言，亦已成過去，一時有一時之風尚，一家有一家之特質，不

牽人以就我，不是古以非今”20

除了溫庭筠之外，唐五代詞作家裡面深受推崇的還有李煜以及馮延己，例如，

馮煦說馮延己“俯仰身世，所懷萬端，謬悠其詞，若顯若晦，揆之六義，比興為

多……世以靡曼目之，誣已。”

。 

21而王鵬運則認為李煜是：“超逸絕倫，虛靈在

骨……後起之秀，格調氣韻之間，或月日至，得十一於千百。若小晏，若徽廟，其

殆庶幾。”22

                                                 
17 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臺灣裡仁書局 2007 年版，第 30 頁。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常州詞派理論對於唐五代詞的推崇最主要的用意

是從意內言外之旨出發來構建詞的比興寄託的本質，對於詞的體式並沒有特別地關

注。所以，唐五代詞雖然都是令體但是常州詞派並沒有將其獨立出來論述，而是其

18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 頁。 
19 黃蘇、周濟等《清人選評詞集三種》，尹志騰校點，齊魯書社 1988 年版，第 192 頁。 
20 龍榆生《選詞標準論》，《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85 頁。 
21 馮煦《陽春集序》，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

頁。 
22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臺灣裡仁書局 2007 年版，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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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中應有之義。倒是另一位和常州詞派論詞宗旨相距不遠的周之琦對於小令有直接

地關注。他所選的《心日齋十六家詞選》被譚獻推為“截斷眾流，金鹹度與，雖未

及皋文、保緒之陳義甚高，要亦倚聲家疏鑿手。” 23譚獻曾經拿自己的《複堂詞

錄》與周之琦的《十六家詞選》相比，他發現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正在于周之琦多收

小令——“與周止齋《四家詞選》同者十九，與周稚圭同者十五而已，以稚圭喜收

疏爽小令也”。24周之琦認為令詞的最高境界就是唐五代詞，他覺得宋代詞人多工

慢詞，即使寫令詞“仍與慢詞聲響無異”，“宋詞閒雅有餘，跌宕不足。長調有清

新綿邈之音，小令則少抑揚抗墜之致”25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見出，常州詞派如張惠言、周濟、譚獻等人所宣導的學

習對象是周邦彥、王沂孫、辛棄疾、吳文英等這些以慢詞擅長的作家。這裡一個重

要的原因就在於常州詞派對於詞的認識——“其文小，其聲哀”，所以特別容易辭

意浮露，風格靡麗而喪失意內言外之旨。而小令無疑最易墮入這些末流之中。小令

雖然在清代一直有人在寫但是專門的大家並不多見，刻意經營小令的人在常州詞派

之後更是很少，但是這一情況在晚清的時候慢慢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況周頤自

己是非常反對別人學習唐五代詞的，他說：“《花間》高絕，即或詞學甚深，頗能

窺兩宋堂奧，對於《花間》尤為望塵卻步耶”

，也因此對於納蘭容若的令詞周之琦儘管

很讚賞“格高韻遠，極纏綿婉約之致，能使殘唐墜緒絕而複續”，但是他仍然不能

和五代的李煜相比，“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亞乎”。 

26，而像李重光之性靈、韋端己之風

度、馮正中之堂廡如果沒有天分和性情更是不容易學到。但是他自己和王鵬運、張

祥齡三人的《和珠玉詞》就是刻意小令之作。還有馮煦不僅為《陽春集》、《和珠

玉詞》、《唐五代詞選》作序而且其寫作的小令還深得譚獻的讚賞——“單調小

令，上不侵詩，下不墮曲，高情遠韻，少許勝多。殘唐北宋，後成罕格。夢華有意

於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27

                                                 
23 譚獻《清詞一千首》（《篋中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2 頁。 

。在王鵬運、朱祖謀等人合作的《庚子

秋詞》裡面也幾乎是小令：“秋夜漸長，哀蛩四泣，深巷犬聲如豹，獰惡戒人，商

24譚獻《複堂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1 頁。 
25杜文瀾《憩園詞話》，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第三冊，中華書局 2005 年版，第 2865 頁。 
26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3 頁。 
27 譚獻《複堂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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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怒號，砭心刺骨，淚涔涔下矣。乃約夕拈一、二調以為程課，選調以六十字為

限……”。28

我們知道《詞莂》不是一本泛選的詞選，沒有必要像《篋中集》一樣照顧全面

廣泛收羅詞作，即使龍榆生在朱祖謀去世前向他提出刊出這本詞選的時候，朱祖謀

仍然認為還需要刪改，可見他的用心之一斑。他的選擇代表他認為有清一代的小令

之作有自家的面目。我要特別強調的是，無論是王鵬運、馮煦、況周頤還是朱祖謀

都是在常州詞派內部提出問題的，他們從來沒有因此動搖過對於《花間集》的常州

詞派的傳統看法，在這個立場上開始出現動搖的人是況周頤。我們知道，況周頤在

1905 年《大陸報》上發表的《香海棠館詞話》中提出了“重、拙、大”的觀點。

他也重新解釋了寄託的概念，他說：“即性靈，即寄託……夫詞如唐之《金荃》，

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絕不古，何庸為是非之寄託耶。”他雖然還

在認同常州詞派的一些基本概念，但是他通過性靈而將常州詞派理論裡面複雜的關

係給予大大地簡化了。他的詞作以及詞學主張除了朱祖謀的褒獎之外，實際上在晚

清受到了諸多批評。怎麼來理解在他的語境裡面所受到的批評？有關這一點我將另

文論述。 

我們發現清末重要詞家都對令詞有過認真的寫作，說唐五代小令不易

學但是沒有說北宋之後如二晏這些小令大家不可學。小令在晚清的常州詞派內部逐

漸受到重視不能簡單地理解成——有清以來一直不斷地有人在用令詞這麼一種詞的

體式寫作，而他們的寫作只是延續了這樣一種狀況而已。寫作是最具有政治性的行

為，它往往提出新的理論問題。小令在常州詞派裡面某種意義上是受到自我壓制的

一種文體。雖然會有人寫但是在常州詞派內部很少有作家說自己很擅長小令的寫

作，雖然也寫一些清豔的令詞但自己都清楚是遊戲筆墨而不在意。他們心目中經典

的作家以及他們需要追摹的物件仍然是吳文英、周邦彥、王沂孫、等這些以慢詞著

名的作家。例如王鵬運就勸況周頤不要印刻《玉梅後詞》，但是況周頤卻認為符合

重、拙、大之旨。朱祖謀在《詞莂》裡面選擇了大量的小令，像況周頤的詞作一共

選了九首而小令就占了五首。 

 

                                                 
28王鵬運、朱祖謀等 《庚子秋詞》，臺灣學生書局 1972 年版，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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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齡詞的再發現 

小令的寫作沒有造成常州詞派內部的斷裂但是提出了新的理論問題。在已有的

常州詞派內部如何形成一套新的理論話語來建構這種寫作的意義或者說如何將這個

新的問題吸納進常州詞派的詞學理論中？所選的令詞裡面最為引人關注的是毛奇

齡。 

毛奇齡和陳維崧都曾經受到過雲間鉅子陳子龍的影響，但是毛奇齡的詞在當時

很少有人把他放在一個突出地位置，在常州詞派內部像譚獻以及陳廷焯都對他不太

重視，《篋中詞》裡面只選了他四首詞，朱祖謀的選目和這四首全不相同，可以說

是朱祖謀最先給予毛奇齡的詞最高認同，將他放在清代詞人之首選了他十一首令

詞。在一份還不很確定是朱祖謀原稿的《清代詞壇點將錄》裡面毛奇齡是和王鵬

運、朱祖謀以及蔣春霖並列一起的，名列“馬軍五虎將”29。從選目上看朱祖謀最

為看重的是毛奇齡的單調小令，例如《摘得新》：“河沒時。霜繁月已低。錯驚銀

槅曙，起來遲。扶上鬢梢隨意綰，亂絲絲。” 《江城子》：“日出城頭雞子黃。

照紅妝。動江光。採蓮江畔，錦纜藕絲長。欲問小姑愁隔浦，長獨處，久無

郎。”30這兩首詞都具有南朝樂府民歌的明朗清豔的風格。在朱祖謀題清代諸家詞

集的《望江南》組詞裡面對於毛奇齡是這樣說的：“爭一字，鵝鴨惱春江。脫手居

然新樂府，曲中亦自有齊梁。不忍薄三唐。”31

在朱祖謀晚年的時候他曾校勘敦煌本的《雲謠集雜曲子》認為：“其為詞樸拙

可喜，洵倚聲中椎輪大輅。” 

朱祖謀為什麼會推崇毛奇齡呢？我

們可以結合朱祖謀對於《雲謠集雜曲子》的評論來看這個問題。 

32

                                                 
29 《同聲月刊》，第 1 卷，第 9 號。 

這些雜曲子幾乎都是一些表達男女之間思慕之情具

有民歌色彩的小詞，但是在朱祖謀看來是不能用情意去評論它們的。如果這樣做帶

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將那些詞與朱祖謀的語境簡單地同構了，也就是說小令是最重性

靈與情意的一種詞體，如果因為小令寫作的興起而單單強調性靈的重要，毛奇齡以

及《雲謠集雜曲子》也就簡單地因寫作的理由而被單一地強調性靈，他們的作品就

顯然喪失了對小令寫作的內在的批評的可能性。而朱祖謀現在強調那些詞“樸拙可

30 《彊村叢書·彊村遺書》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31 白敦仁《彊村語業箋注》，巴蜀書社 2002 年版，第 333 頁。 
32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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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體會到其背後的情味深厚以及用意的樸拙而不單單見其表面的情意。毛奇齡

特立獨行地追摹齊梁新樂府的寫作也應該從這個方面去體會。不是常州詞派的理論

可以不變應萬變而是在一個變動的寫作裡面，常州詞派理論能夠以看似矛盾的評價

裡找到其統一的地方，不斷地將類似於自己語境的東西陌生化而最終歸結于張惠言

所說的表面上“其文小，其聲哀”而又能有比興寄託的內涵這樣一種相反相成的關

係。 

 

四、結語 

 我們將《詞莂》放回到它的語境中，看到它如何閃動出我們已經陌生的東

西，正是那些我們深感陌生的東西，構成了對於我們文學史知識的批評。以這樣的

視角來看，對於《詞莂》的閱讀就不再是一種簡單的物件研究。由此我們也應該注

意到，如何在一個社會歷史的語境裡面去處理那些五四運動之後新學術的批評者與

新學術之間複雜的關係。如果說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觀點正是我們最為熟悉的資

源，那麼現在，曾經是他們的反對者、批評者的觀點不可能簡單地被用來去反思我

們的知識歷史的論據，我們不可能依據某一方的論述來簡單地“返回歷史的現

場”。從他們不同意見以及立場的對峙中，我們自然可以非常容易地描述出來他們

的不同之處。然而我們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對於處於歷史之中的行動者來說，他

們的表述很有可能被我們簡單化或者說將只呈現于文本中的歷史看得過於透明，而

實際上只是成為我們自己知識立場的共謀同時阻止了我們去瞭解我們與紛繁歷史藤

葛之間的異質性。將歷史的另一面重新表述出來，不是為了將之作為歷史事件的新

文化運動的批評，讓那些被邊緣被壓抑的聲音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反敗為勝，而是

通過將歷史問題化來重新理解那些通過文本所表述、所呈現的歷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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